多维度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才可以避免改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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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经济基础。2016年中央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攻坚任务顶层设计，为改革的理论方法与路径理清了思路。同时，中央提出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照搬西方供给学派，而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要加强多维比较学，结合历史学，要善于把握改革工作的时度效。中国历次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产生较大经济阵痛，新常态没有产生新经济，进而掉入改革陷阱。本文认为只有从多个维度进行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才可以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失误，确保改革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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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定调中国经济形式为新常态，经济走势呈现L型，改革开放后以投资驱动的的高增长模式在各种因素限制下，无法继续。在全球经济疲软与内部需求不足的现状下，中国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困局，急需进行一场改革来化解当前的经济问题，并使中国经济走向稳步健康的发展，从而实现伟大理想“中国梦”。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案，同时列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陈本、补短板”五大攻坚任务，即从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策略和路径就是以上五点。这意味着如果五大攻坚任务可以有效、有力、及时的推进和完成，中国经济就可以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走向二次腾飞。然而，作为改革方案，仅依据五大任务自上而下的督导、推动、执行、落实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这里面就涉及到：时机的合理性、推动的适度性、执行的积极性、督导的有效性、落实的到位性等。然而，这些适度性到有效性实际上很难进行准确量化，也意味着多少会有偏左或者偏右的摇摆，从而使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产生经济阵痛。这就是所谓的“改革陷阱”，即全社会动员的一场改革会产生“船大难掉头”的现象，比如上世纪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陷入泥潭，经济衰退，物价暴涨、各个产业被境内和境外的寡头瓜分，起初的经济改革愿景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更加糟糕。所以，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陆续提出了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财税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新能源革命、人口政策改革、土地改革等几大重点维度改革，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统筹协调这几大改革，才可以使供给侧改革顺利完成使命。

    改革有重有轻，有些改革通过市场自身调节就可以使其达到供需平衡，而以上几点却不同，是需要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强调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性，深化改革才可以使其转型成功促进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也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新发展理念的学习、结合历史学、多维比教学、联系实际学。本文认为只有在时间和频率上把控好这几大维度改革，才可以有效转变中国经济结构，产业成功升级，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再次腾飞。所谓维度改革就是指突破二次元，几大改革都是一个维度，中心是五大攻坚任务，几大改革在不同的时频上以中心为基点向外扩散，彼此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达到协调、平衡、有效的综合性改革，使几大维度改革互相都可以促进另一方的改革效果，使供给侧改革效用最大化。所谓时频性，即从时间和频率的角度，就是在时间和频率上要控制好各个维度改革，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国情进行深化改革，即深改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效果，又不至于使改革过猛或者过轻达不到预期效果。以下将从五个维度改革来进行一一阐述。图1展示的就是多维度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横坐标是时间，即改革的时机性。另一横坐标是频率，即改革的力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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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多维度的时频管理供给侧改革图
二、国企维度的时频改革

    基于中国几次经济结构转型，国有企业经历多轮改革，从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逐渐向现代化股份制企业转型。过去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度，当前，经济结构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度。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第二产业就有很多问题，比如库存高，产能过剩，杠杆率高，成本高企等，这个问题实际上通过供给侧改革就可以直接解决，对应的就是五大攻坚任务。比如河北省钢铁业去产能，山西省的煤炭业去产能等。经济新常态下，在时间和频率上要对第二产业的改革进行把控，某些制造业频率高一些，某些低一些，某些先进行改革，某些后进行，比如可以先进行焦煤的去产能，然后进行钢铁去产能，也可以先进行电煤的去产能，再进行发电企业的去产能；如果煤炭企业相对钢铁企业产能更剩，那么对煤炭企业的去产能频率要更高。再比如房地产市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频率要高，二线城市可以想对低一些，先去三四线城市库存，再去二线城市库层。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就是对制造业中的僵尸企业或者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彻底撒手，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造，兼并重组破产，这项改革可以在时频角度进行详细安排。

    从产业分类和产业结构维度上还可以进一步转型调整，产业分类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度期，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劳动力红利已经不再的基础上，加大第三产业的培养和发展，满足日益增加的服务业需求。产业结构上，过去在90年代进行国企改革主要是继续垄断上游产业，放开了下游产业，民营企业进入下游服务业。2001年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的快速扩张反哺国有上游企业，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国企应该面向海外，与海外的相似机构竞争，而不是内部竞争，所以，可以消除过去两家央企竞争的格局，形成一家大集团走出去策略，比如中央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中游的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可以加强中国外贸过去低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加大国企竞争力。中国当前的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实力相似的国家相比占比仍然很低，那么，当前国企仍然垄断的上游生产型服务业应该把门槛降下来，放开准入，使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的金融、电信、通信等行业，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样可以加大这些产业的竞争力，竞争力的提高又可以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反哺下游民营企业扎堆的消费型服务业，因为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上游制造业的高成本，比如中国的电信成本与发达国家比仍然偏高，成本的下降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2012年，中国的服务业已经超过了制造业，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比较典型的老龄化和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提高对文、教、卫、旅游、娱乐等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再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供给侧改革可以使其供需相对平衡，物价稳定，通胀水平保持良性。同时，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分类上仍然应该注重时频管理，教育和医疗供给严重不足，那么就应该在时间和频率给与重点偏向，奢侈品针对于富裕阶层供给也相对不足，导致富裕阶层出行海淘，这方面就可以相对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改革缓慢和低频一些。还有就是关系国家安防、战略和命脉的的国企可以在时频上进行相对渐进式的改革，改革力度不宜过大，倒逼推动混合所有制、军民融合、国有投资平台、股权激励等。当然，既要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也应该协助市场，使其进一步完善。

三、金融维度的时频改革 

    中国的金融改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2014）所指出的一共经历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1993年国务院推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9年的国有银行的经营与业务方面的改革，第三次是2012年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次改革奠定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蓝图。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以供给侧改革为中心对金融业的去杠杆就首当其冲。但是，仅仅以供给侧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多维度的在时频方面进行改革才可以真正使中国金融业稳定发展，而不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对新常态下的新经济保驾护航。从维度方面看，首先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是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那么，从供给侧改革的去库存和去杠杆角度看，力度把握不好就会对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和资产端产生不良影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平衡金融市场的融资系统，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逐渐达到平衡，比如发达金融市场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国企一直是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一旦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行业就会产生对付危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比如发展新三板、主板、创业板、产权交易中心等是可以有效转嫁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从时频角度看，创业板从开通以来推动了民营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该首先加大对创业板的进一步开放，同时，也要建立退出机制，注重投资端，使中小创业型企业既可以融到资，又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投资创业板公司股票进行资产的理财，在时间先后和频率上就应该先加大对创业板和新三板的各要素投入。另一个角度看，时间上可以先放开创业板的注册制试点，通过实验来检验注册制的有效性。

    第二个维度就是利率和汇率要进行市场改革。利率方面：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彻底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率的管制，这导致的就是银行业独大，券商、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处于劣势，利率管制导致息差固定，商业银行缺少了创新的动力，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拉存款放贷款，这使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成为了超级大型银行。银行规模越大导致其客户类型也更趋于大型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集中到了增长力较差的国企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那么，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小民营企业就越来越难以从商业银行得到信贷支持，从而推动了中国影子银行的泛滥，扭曲摊高了市场实际利率，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潜在危害性。利率市场化维度金融改革可以加大资金价格的竞争，从而使资金价格下降，对整个社会融资的降成本有很大益处。汇率维度的改革也是同样，要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汇率长期僵化会导致大量的套利产生，降低企业竞争力，使企业更注重国家队汇率管控而带来的出口盈利，而不是自身产品竞争力。但是，汇率在现有国情下快速实现市场化也有其弊端，所以在时频角度上，就要把握好度和时点，当不具备推行市场的时点上，就要渐进式改革，或者缓慢改革，这样可以防范休克式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系统性风险。

    第三个维度改革可以建立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和增长点引擎，在自贸区进行实验资本与货币的自由化，这样，可以使自贸区的金融资源按照市场化进行配置，经过试点，如果成功可以向全国进行推广。这就是在时频上先对自贸区进行试点，然后再铺向全国。

    第四个维度就是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投融资垄断领域，比如在2014年首批的五家民营银行牌照的颁发，直接导致的就是加强金融业的竞争力。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是金融业竞争力的直接表现，竞争加强可以促进金融消费端的更多剩余价值，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按照连平（2014）的研究：从2009年小贷公司发展起来至今，一共8000多家小贷公司一共的信贷规模不超过1万亿元，根本无法满足中国4000多家小微企业，这4000多家小微企业里有90%从来没有银行信贷的历史。同时，类似小贷公司这样的影子银行是轻资产的，因为其没有存款资质，导致一旦产生兑付危机，就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民营小型银行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获得大型银行的存款资质，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时频上也要进行度的把握，时间上可以是每年批准几家民营银行，频率上可以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多批准，经济差的时候少批准。

    第五个维度就是要解决金融监管分割，上世纪90年代设立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是为了平衡金融机构的发展，避免银行业独大，逐步加大对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信托等的发展，使金融资源可以更好的配置。然而，经过长期发展以后，非银类金融机构已经壮大，继续保持监管分割会导致一系列金融传染效应，比如：银监会的一道发文就可能会导致A股市场的暴跌。所以，监管分割需要重新规划改革。

    第六个维度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推进中国金融业的全球战略，以上几点都是在分析中国本土的金融改革，而本土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改革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向松祚（2014）指出1979年至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147次货币危机，而这些危机都是有着溢出效应的，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无秩序和非约束化，导致了例如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下，金融脱实向虚，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GDP在100%左右，而到了2015年，这个比值按照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700%，美国达到了1200%。而这种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又导致了国际收入分配两极化、信用资源两极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极化。对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的直接影响就是：首先，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但是中国却没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其次，中国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调整上就面临很大的“美联储依赖性”，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变化，而美元的变化又会对人民币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中国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整灵活度；最后，导致中国无法对国际货币进行定价。由于中国自身的货币不能成为国际货币，对中国的国际金融安全产生潜在的风险。所以，应该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时频控制的改革，即首先应该输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同时，输出中国金融机构；其次，建立自身的金融中心，以上海和深圳为金融增长极形成大东亚辐射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改革体系，比如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努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结算货币。

    其他维度还有金融反腐、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金融科技的推广与建设。从时间和频率力度上金融反腐首当其冲，不解决金融腐败问题，违规放贷、内幕交易、利益输送、道德损害等现象就难以制止，其最根本的危害是扰乱信贷市场和导致资源错配。其次金融科技的建设与推广在新常态下也十分重要，一行三会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更利于监管机构对类似影子银行等的监管。这几方面也同样是在时频上要从先到后、从重就轻。

四、收入分配维度的时频改革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
。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从需求端来看有三个维度需要分析，外需、消费内需和投资需求。首先，外需维度，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外需放缓，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减速，但出口减速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以低附加值为主的出口型企业，即高端装备的出口非常少，这就会导致在全球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产品竞争力不足。出口维度的提高有效供给就是从衣食住行的基本耐用品、非耐用品、快消品的出口，逐渐转向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新材料、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分布式制造、无人机等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以，在外需方面想要加大出口，那么就需要企业进行转型升级，2015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又通过《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这就是要提高有效供给，把长期以来中国依赖进口的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掌握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才可以对中国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其次，是从内需维度看，根据王小鲁（2014）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投资占GDP比值高于消费占GDP比值，并且代表投资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高于18%，十八大以后有所下降，2015年至今基本维持在10%左右。而代表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却长期保持在10%左右，可见二者的之间的不平衡。其次，王小鲁（2014）指出中国消费占储蓄的比在2000年时为60%左右，到了2010年已经下降到48%。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长期上升，说明经济结构失衡，中国居民消费占GDP大约34%，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值，说明内需是不足的。贺铿（2013）指出中国长期以凯恩斯政策产生的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导致资本形成长期扩张，政府财政扩张，政府消费扩张，进而挤压个人消费，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不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从1998年后中国政府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基建投资过度，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这又会间接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成本推动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劳动者报酬不够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滞胀和居民消费下降。还有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导致政府控制资源回报，用于自身的的消费和投资过高，三公消费不协调，政府公费错配或流失。所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改革：第一、垄断行业与民营企业比处于极大的优势，那么，就应该对垄断行业进行征收垄断税，比如资源税改革的5%征税率是否可以有所提升，使其真正做到和非垄断行业公平一致，从量税转变为价税，政府对资源收益和垄断收益纳入到了公共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如果用于公共服务，就可以促进收入分配。第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需要合理配置，而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在得到出让70年产权的土地收入上，竟然一次性就投资、还债或消费掉了，这等于是透支了未来70年的开销。所以，这个开销是错配的，应该进行合理的财政分配，政府的支出应该透明化，可以利用社会监督和网络公示等手段。第三、收入分配的改革还需要对政府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大量灰色交易存在，公共资金流失，而这些资金本来是可以提高收入分配平衡性的。第四、扩大政府资源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减少三公消费，对中国2亿农民工建立社保体系，加强农村文教卫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大量的乡镇地区人口敢于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能出清。 

五、土地维度的时频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攻坚任务里最严峻的任务就是去库存和去产能，这里涉及到土地维度的改革，其中包括房地产和工业区维度改革。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78%下降到了1994年的44.3%，而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使得地方政府开始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抵押的廉价信贷筹的资金，继而利用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低价出让一部分土地建造工业开发区，吸引企业进驻，大量企业输入工业区后带动了周边的商业和土地价值，政府再以高价出让商业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和高价出让商业用地的差对银行还本付息，盈余再投资。这种土地财政模式在过去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的工业区由于有政策优惠、土地便宜、廉价劳动力、地方保护等因素吸引了大量外包代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开发区的建设既能吸引外资创造收入和就业，又可以使自己得到政绩方面的利益，所以都借着“经营城市”的口号，通过建立新城区、城市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发展园区加大土地征用和供给规模（李郇，2013）。但是在新常态下，国际经济疲软，海外需求减少，老龄化社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周边东南亚国家的相对更低的成本，导致代工厂转向他国。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工业区企业停业，一线工人失业，周边开发的大量地产过剩。比如东莞、温州、台州等地都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出现象。这又会导致工业开发区工业能力过剩、工业企业输入能力下降、财政能力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产生较大压力，政府刚性兑付的潜在危险性加大。所以，需要从城市土地维度来进行改革，第一、应该限制以短期土地出让回报和短期城镇化率为地方业绩，建立长期的土地出让回报和城镇化率为考核指标，这样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和政绩工程带来的资源浪费；第二、打破地方政府土地垄断，引入PPP，分担地方政府进行投资的风险，形成互相监督机制；第三、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督与管理，很多地方政府出让的是50年或70年的产权，然而收到出让金后就一次性开销了，这等于是对未来几十年的透支，形成恶心循环。土地出让收入应当合理利用，有效管理，多应用在公共服务上来。第四、中央也应当对地方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分税制的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正，从而遏制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在从时间和频率上也要就重避轻，从根本性的改革先开始入手，循序渐进。

     从农村土地维度改革来看，地方政府为制造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低价圈地已经造成高达3000-4000万的失地农民（陶然，2009）。党国英(2014)指出好的土地制度一是要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当中，谁投入谁收获。其次是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这个土地上住的人应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中国从1998年就提出承包权要长期化，产权要明晰，土地问题上公权和私权要有合理的边界。2008年开始，中国对土地要素市场化也取得了共识。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承包权长期化，建立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统一化，改革集体经济制度等。但实际上至今仍然难以落地，农村土地维度改革是一个倒逼式地、渐进式地、长期的改革。所以，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时频管理的改革：第一、明确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期限，对土地产权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是对农村土地最基本的法律保障；第二、统一长期分割的城乡土地制度，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城乡土地制度，这样可以缓解大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但是在收入分配上要给与农民合理的回报；第三、建立农业保护区；大力发展1.5线城市，即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的城市，可以在城乡结合部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特殊用房。同样，在从时间和频率上也要就重避轻，从根本性的改革先开始入手，循序渐进。

六、其他维度的时频改革

    以上四大维度改革从时频上来讲是最为重要的，这四大维度的改革顺利进行对其他维度的改革会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独立且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有效供给，五大攻坚任务里强调补短板，新常态强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从拷贝学习转向自主创新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但是，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实际上供给是不足的，那么，推动互联网+教育和医疗，加大家庭医生和社区门诊供给，加大民营教育业的供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供给不足。这两个领域的长期垄断和行政化管理，导致医疗和教育改革进展缓慢，同时，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越来越大，导致为中国经济建设最初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不到应得的服务。优秀人才流失是国家人才的浪费，接受了本国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却输出海外并为海外工作服务，这就又涉及到人口和移民政策的改革，放开二胎应对未来老龄化造成的年轻劳动力短缺，放开出入境限制，双国籍和绿卡的推广，可以使海外优秀的学子和中国建立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在间接上又会使海外优秀人才回馈国家。同时，这又涉及到能源革命，即干净、方便、便宜的资源可以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环境变好了，水质干净了，又可以间接减少国家医疗财政支出，留住对环境较为敏感的群体。最后，财税改革也同样关系到了各个维度的改革，怎么样差异化征税，协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保持中国现阶段还需要的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结构性改革，社会保险的全覆盖，都对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当然，在时机和力度上同样要有所区分对待，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逐一进行。

七、总结

    进行多维度的时频控制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统一、协调、沟通后才可以作出最佳组合方法，五大攻坚任务应该在维度和时频上协调发展，使其效率达到最高。维度到底有哪些？最佳时机在何时？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实证研究的。如果不做压力测试，不进行改革效果预估，不做细分化维度改革，不重视时频管理，那么，改革最终要达到预期目标很难，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绕弯路，无法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弯道超车。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改革，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阵痛，历史规律的展示是：有些国家可以扛起阵痛和压力，跨出中等收入陷阱，走向改革成功，比如东亚国家的成功转型和改革；而有些国家确因为改革带来的阵痛过大而陷入改革陷阱，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发展陷阱，比如拉美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整体，前30年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后30年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曲折的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受过重大挫折。新中国60年经济史证明，经济发展战略和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在内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中国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一尘不变、教条主义、固步自封只会使中国走回头路，无法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前30年和后30年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在客观的国情因素制约下，如何保证政策的非失误，与时俱进，适合性，是决定中国经济在持续下降背景下再次起飞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前利用苏联经济改革模式，在那个时期进行快速的中国版工业革命是有必要的，为今后改革开放后打下了重工业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凯恩斯经济主义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自由市场理论、供给侧改革理论，这些改革理论和方法充实了中国政策制定、经济决策、监管、经济实施部门的政策“百宝箱”，使党中央在遇到经济问题时更加灵活有效，充实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上世纪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朱镕基总理就强力推动了供给侧改革，然而，时隔多年今日的中国经济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如果说今日的供给侧改革是2.0版，那么，就应该对供给侧改革进行升级，不是简单的拷贝当年的方法，更不是翻版西方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调整经济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事实证明，中国不是需求不足，货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攻击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和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结合多维度的供给侧改革，并对时间和频率进行有效的控制，循序渐进的推进五大攻坚任务，中国经济将一定不会掉入改革陷阱，并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进和发展陷阱。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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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with multi-dimensional and time-frequency management can avoid the reform of trap

Li Jin-cheng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32; )

Abstract: In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 CCCPC put forward the reform of supply side, which is to mak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maintain stable and sustained, avoiding fall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support foundation for rise of China in the future. In 2016, CCCPC has put forward a five crucial task of top-level design, clarify the theory and path,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entioned that China supply side reforms is not copy of the Western supply school, but a structured, strengthen comparison study of multi-dimension, combine history, seize the opportunity. China's previous economic reform is not plain sailing, if the timing and intensity of reform were not appropriate, there would be greater economic pain, the new normal would not cause the new economy, and fall into the trap of refor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form of supply side along with multi-dimensional and time frequency management can avoid the mistakes, and maximize efficiency of the reform.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reforms; the new normal; the new economy; the reform of supply side; the reform of trap; time freque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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